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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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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城市生活圈理论，基于时空大数据对北京市的多层级城市生活圈进行研究。利用社团识别、核密度估计和多算法聚

类等技术手段，量化测度北京社区生活圈、通勤生活圈和扩展生活圈的空间结构，刻画居民活动产生的“社区—停留

点—路径”网络，揭示了不同生活圈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规律。根据通勤及生活性出行的距离—概率曲线，利用基于

Hausdroff距离的K-Medoids聚类算法对北京全市社区生活圈进行类型划分和特征归纳，同时选取代表性案例进行深入

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全市生活圈依照不同出行特征可划分为均衡型、通勤依赖型、生活依赖型、廊道型及其他类型5大模

式，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就业活动和其他生活性活动圈层与居住地和城市中心的空间相对关系上，空间上呈现显著的圈

层分布特征。研究为理解城市生活圈的空间结构提供了实证基础，并为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Utilizing spatiotemporal big data, this study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on multi-level urban life circles in B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 life circle theory. Combining quantitative methods such as community detection,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and multi-algorithm clustering, boundarie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commuting life circles, and extended life circles in Beijing 
are analyzed respectively. A "community - stay point - path" network generated from residents' activities is mapped, which reveals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various daily travels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Applying the K-Medoids clustering algorithm on 
Hausdorff distance between travel distance - probability curves of commuting and non-work trips separately, community life circles 
are classified into several distinct categories, upon which in-depth case studies are carried out.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eijing's 
life circles have five patterns: balanced, commute-dependent, life-dependent, corridor-oriented, and special pattern. Differences 
primarily exist in the spatial relativity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 life circles to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urban centers, showing 
significant concentric and polycentric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study not only provides empirical insights into the spatial logic of 
urban life circles but also offers data-driven references for urban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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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需求的深入捕捉、分析、解读和响应[1]。

在上述趋势下，2021年自然资源部发布《社

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明确了社区生活圈

的规划原则与要求，多个地方实践中也提出因

地制宜的生活圈规划建设导则和实践方案[2]。

根据当前规划实践的各类指导文件，生活圈一

般是指满足居民工作与生活的各类需求的基

本空间单元，在操作层面普遍由一定时间的步

行可达范围划定，在此基础上大多基于步行时

间、用地面积、服务人口等指标开展服务设施

的配置[3-4]。然而，现有的工作方案尚未提出具

有普适性或针对性的生活圈确切空间范围划

定方法，固有的空间尺度和人口规模在以人为

本的规划语境下的生活圈功能组织方面的适

用性有待加强[5]68。为在生活圈规划中贯彻集

约共享的空间布局原则，现阶段城市规划实践

工作迫切要求对城市生活圈进行边界划定与

量化研究。

近年来，围绕生活圈的研究在空间上呈

现出由区域到社区的微观化趋势。2010年

代初的生活圈研究大多由交通领域的学者从

区域交通联系和都市圈建设的角度开展[6-7]，

2016年后生活圈的研究对象逐渐聚焦到社

区的空间层面，学者们普遍以社区为研究的

基本空间，围绕人居环境品质提升的理念，侧

重于探讨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公平性与效率

性[8-9]。生活圈作为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研

究也给出了不同解答。部分学者认为，生活圈

既具有丰富的时空尺度属性，又涵盖了人的

日常活动、社交开展和价值实现的社会学内

涵[10]。袁家冬等[11]16从城市地域系统的角度提

出，日常生活圈是一种功能性的城市地域系

统，可以我国行政区的最小区划单位为基础

进行统计和研究。柴彦威等[12]基于时空间行

为视角提出自下而上的多层级城市生活圈结

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生活圈是以微观或

汇总的‘生活’行为为基础的生活范围”[13]33，

强调了时空行为在划定生活圈中的关键作

用。基于时空行为理论与方法开展城市生活

圈识别研究，能够切实从人本视角出发进行

生活圈的划定、测度与评价，回答城市中人与

空间互动关系的问题，从而促进正面研究人、

基于人、为人服务的城市研究与规划体系的

建构。

实证研究方面，当前已有多种数据与方

法被应用于生活圈的测度与评价研究。部分学

者直接采用既有的行政边界或规划单元对生

活圈的服务效用进行评价[14-16]，或提取关键的

建成环境要素利用步行仿真模拟法划定15分

钟生活圈[17]。也有学者从居民的主观认知出

发，利用访谈调查法进行社区或邻里空间的

边界识别[18-19]，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人与建成

环境的互动。为更真实反映居民的实际出行

和对空间的真实需求，部分学者从居民的出

行规律出发，基于居民GPS出行路径利用点

集轮廓提取法[20]或标准置信椭圆法[21-22]划定

生活圈。然而后两种方法在计算效率和研究

空间范围等方面存在局限性。

新时空分析方法与城市大数据的融合演

进为生活圈的研究提供了新机遇。基于位置服

务（LBS）和手机信令等用户时空行为数据

已成为研究者描绘居民日常出行范围、测度生

活圈效能的重要数据来源。复杂网络等方法在

区域空间尺度下的空间结构的探索呈上升趋

势，如城市功能区、都市圈和城市群的联系紧

密度认知与评价等领域[23-25]。基于密度的方法

主要划定服务范围和出行圈层，例如利用客流

来源密度随距离衰减的突变点划定各等级城

市公园的服务范围[26]1。部分学者聚焦就业中

心和商业中心的通勤与消费行为，划定中心的

“势力范围”，探索城市空间功能结构[27-28]。基

于复杂网络的社区发现算法的优势在于能够

高效地把作为节点的空间单元划分为内部联

系紧密的组团，而密度方法适用于针对居住

地出发的多层级出行范围划定，利用时空大

数据、融合网络与密度两种方法，能够实现多

层级城市生活圈的测度。

在出行范围识别的基础上，王德团队[29-30]

根据居民通勤出行和生活性出行空间圈层形

态，综合距离—概率直方图、出行空间特征统

计指标等因子对选定住宅区样本的出行模式

类别进行了归纳。然而，上述研究中作为生活

圈测度和模式总结的基本空间单元是既有固

定边界“住宅区”，限制了日常出行时空规律

特征的挖掘和发现。本文认为基于居民的近家

出行行为规律划定基本空间单元，进而针对空

间单元的城市尺度通勤与非通勤出行特征进

行聚类和类型归纳，能够支持更高效、更客观

的城市生活圈时空规律探索。

本文基于柴彦威等[13]36-40提出的多层级生

活圈体系，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融合多种基于

密度与网络的空间范围划定方法，划定北京市

社区—通勤—扩展生活圈体系，测度归纳生活

圈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根

据通勤及生活性出行的距离—概率曲线，利用

K-Medoids聚类算法对全市社区生活圈进行

类型划分和特征归纳，以发掘居住空间分异形

成的典型出行模式，从而有效支持特大城市的

功能布局、各层级服务设施配置、交通规划的

现状服务效能评估和优化提升策略制定。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技术路线

根据多层级生活圈理论，社区生活圈是

满足居民日常基本活动需求的圈层，居民发生

多次、短时、规律性行为的次数最多；通勤生活

圈包含居民通勤及工作的圈层，通常以一日为

尺度，空间上包括工作地及附近区域；扩展生

活圈满足居民的偶发行为，空间尺度扩大到整

个都市区范围内[11]16。

研究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以用户居住地

为起点，提取停驻点—出行时空网络，根据出

行目的与日期属性区分通勤、近家与远家扩展

出行，分别划定社区、通勤和扩展生活圈，以社

区生活圈为基本单元，根据通勤与扩展出行的

距离—频率曲线为社区进行类别划分和特征

提取，最终融合分类结果，归纳居民出行的时

空共性与特异性（见图1）。

1.2  数据来源与研究范围

本文的基础数据集为2024年9月的手机

信令数据，数据以geohash格网为空间单元，

涵盖当月在北京市15天以上基站交互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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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数据内容包括用户ID（为保护用户隐私

不可查看）、空间位置信息、日期、起止时间、基

站所在格网边长等信息。

为提高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利用北京市

建成区范围内的居住用地对应geohash格网

筛选用户居住地，对本地常住居民进行样本

选取。

1.3  数据处理

针对原始手机信令数据，首先进行乒乓误

差和数据漂移矫正，去除冗余的记录；其次，针

对每个用户的整月到访点记录进行DBSCAN

聚类，将时间和空间上接近的数个到访点概括

为一个停驻点，并计算停驻时长；再次，对全体

样本居民分别统计一个月内的停驻点累计昼

夜停留频次与时长，以每个居民夜间停留时长

最长的停驻点作为本月的居住地，并根据累计

月到访天数和每日白天停留时长确定部分用

户的当月就业地，将其余未被识别为居住地和

就业地的停驻点定义为其他停驻地。依照上述

数据清洗与样本筛选流程，得到全市研究样本

用户775万，当月内平均每个用户产生家外停

驻点66.5个。

以每一位用户的居住地为出发点，就业

地和其他停驻点为目的地，从个体层面分别构

建全市通勤出行网络和非通勤出行网络。在非

通勤网络中，选择直线距离小于2 km的近家

生活性出行用于社区生活圈的识别与划定。以

社区生活圈为基本单元，利用通勤出行划定每

个社区的通勤生活圈，将大于2 km的非通勤

生活性出行依照工作日和非工作日划分，分别

用于划定周中和周末扩展生活圈（见图2）。

1.4  社区生活圈划定

已有学者提出，15分钟生活圈对应的空

间尺度包含半径从步行750 m到借助交通工

具的3—5 km的范围[5]68。本文基于全市常住用

户的手机信令数据提取的家外驻留绘制出行

距离—频数曲线，发现在距离居住地2 km处

出现了频数突变，且2 km内出行占比为总量

的11%。综合既有研究与研究数据，本文认为

小于2 km的出行能够反映居民日常出行的时

空共性特征，因此选取居住地2 km以内的非

通勤出行进行社区生活圈的划定。

基于共享度矩阵的复杂网络的社区发现

算法识别全市社区生活圈。根据以geohash格

网为单元的居住地—近家生活性出行目的地

构建居住栅格之间的距离加权的共享度矩阵，

共享度Si,j能够表征两个居住格网 i 和 j 近家出

行模式的相似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m为两个居住格网之间共同访问的

周边格网；Pim和Pjm分别为格网 i 和 j 访问第 m个

共享格网的次数；dij为 i 和 j 两个格网质心之间

的欧式距离。

研究采用莱顿算法（Leiden algorithm）

进行聚类分析，该方法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城市

空间中的高互动区域，避免出现碎片化或割

裂的生活圈单元[31]。基于居住格网的共享度矩

阵，聚类后识别划定活动分布共享的社区生活

圈组团。

1.5  通勤与扩展生活圈划定

以社区生活圈的划定结果为基本空间单

元，选择从各社区内部出发的通勤出行与大

于2 km的周中、周末非通勤出行。密度衰减或

密度梯度是城市经济学中使用的一种传统方

法[32]，空间密度插值法可用于特定范围的划

定[26]4，[33]。本文引入城市经济学中基于空间概

率的核密度估计与插值法，分别划定通勤生

活圈、周中和周末的扩展生活圈。

在提取居民通勤和生活性出行的基础

上，以社区生活圈和250 m×250 m格网聚合

出行网络的起点和终点。为消除社区出行人

口规模差异，以到达格网频数除以来源社区

的总出行频次，计算每个社区到每个格网的

通勤、周中扩展和周末扩展出行的频率。针对

每个社区将各类出行的频次值由大到小进行

排序，按顺序进行累加，当累加之和达到或恰

好超过50%时，停止累加并计算最后相加的

格网的频率密度，利用此频率密度作为频率

核密度预测等值线图的临界值，划定该社区

此类出行圈层范围（见图3）。本文将以此法

划定的通勤、周中扩展和周末扩展出行范围

图1 研究技术路线图
Fig.1  Diagram of research framework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北京全市居住格网居民出行欧式距离分布曲线
Fig.2   Euclidean distance-frequency curve of trips of residents in residential grids of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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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通勤和周中、周

末扩展生活圈。

1.6  生活圈类别划分

利用密度插值法划定的通勤与扩展生

活圈边界能够具象地描绘居民日常出行时空

特征，但单一取值划定的空间圈层并不能全

面反映出行频率随距离增加的衰减特征和社

区间衰减规律的细微差异。本文利用出行距

离—频率分布曲线反映社区居民的通勤与生

活性出行时空特征，相比平均出行距离、远距

离出行人口比例等单一维度指标提供更为具

象的信息。为消除社区出行人口规模差异，以

2 km作为统计区间，统计社区出行距离落在

各区间的频数占社区总出行的比例，最终得

到出行距离—频率曲线。笔者借助基于分割

的聚类分析方法，将出行距离分布作为居住

区样本的特征进行聚类，总结并归纳不同社

区的通勤生活圈与扩展生活圈的空间形态特

征，进而发掘时空间行为与城市功能之间的

耦合关系。

分割聚类通常采用K均值（K-means）聚

类方法和K中心点（K-mediods）聚类方法。

与K-means法相比，K-mediods法以最具代

表性的观测值表示簇的中心，能够更有效地解

决“噪声”敏感的问题，更为稳健[34]。本文应

用K-mediods算法聚类多个社区的通勤与非

通勤出行的距离—频率分布曲线，算法关键步

骤如下：

首先，随机选取K个居住区的出行距离分

布曲线作为中心点集合。计算每个样本点到

每个中心点的Hausdorff距离，将样本点放入

离中心点距离最近的聚类中。

其次，在每个聚类中，选择与聚类中每个

样本点的距离绝对误差最小的点作为新的中心

点。聚类误差平方和（sum of squared error，

SSE）可由下式计算：

式中：K表示最终期望的分类数；Xkm表示

第k个聚类中的第m个样本点；M为第k个聚类

的样本点数；Ck是第 k个聚类的中心点。

最后，如果新的中心点集与原中心点集

相同，则算法终止；如果新的中心点集与原中

心点集不一致，则返回上一步。

K-mediods算法需要预先确定聚类数量。

本文选取轮廓系数作为聚类数量评价指标，为

了保证每个聚类簇的分类效果，每类的平均轮

廓系数的最低值将作为第二个评价指标。每个

样本点的轮廓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ai表示样本 i 到类内其他样本的平均

图3 通勤与扩展生活圈的划定方法示意图
Fig.3  An example of recognizing commuting and expanded life circles

图4 3类生活圈聚类数量与轮廓系数关系图
Fig.4  Cluster number - silhouette coefficient curves of three types of life circles

a  通勤生活圈                                                                         b  周中扩展生活圈                                                                c  周末扩展生活圈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

（3）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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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bi表示样本 i 与最近类中所有样本点的平

均距离。最终的轮廓系数为n个样本点的轮廓

系数的平均值，如下式所示：

轮廓系数的取值在（-1，1）之间，平均

轮廓系数值越大，代表簇内紧密度越高、簇间

分离度越大，聚类效果越好。依据聚类簇数—

轮廓系数曲线分别为通勤、周中扩展和周末扩

展选择16、14和16作为聚类数量（见图4）。

最终根据聚类结果、出行距离—概率曲线形态

及生活圈形态等可视化结果，将社区分类进一

步聚合，分别形成8、6、8类。

在3类生活圈各自的K-mediods聚类结果

基础上，构建多层级生活圈综合分类体系。结

合社区生活圈的通勤、周中与周末扩展出行空

间特征，根据上述划分结果为全市社区划分综

合类别，并归纳其空间结构特征。

2 北京城市生活圈特征

2.1 社区生活圈划分及特征

采用基于共享度矩阵的Leiden社区发

现算法，在北京市共识别社区生活圈532个，

其中三环内38个（7.1%）、三至四环39个

（7.3%）、四至五环75个（14.1%）、五至六环

225个（42.3%）、六环外155个（29.1%）。北

京社区生活圈面积呈现出“中心紧凑、外围

扩散”的空间分异规律，具体表现为三环内

至六环外社区生活圈面积中位数逐渐递增，

分别为三环内3.32 km²、三四环间3.58 km²、

四五环间3.56 km²、五六环间3.80 km²、六环

外4.73 km²。同时，四环内社区生活圈面积大

小相对均质，越向外围，社区生活圈面积变化

差异越为显著。从居住人口来看，从内城向外

社区生活圈的人口密度逐渐减低，三环内社区

生活圈居民密度中位数（1.98万人/km²）下

降至六环外居民密度中位数（0.23万人/km²）。

社区生活圈的空间规模直观映射居民日

常活动范围紧凑程度。中心城区较小的面积源

于高功能混合度与设施密集布局，支持步行主

导的集约化生活模式；外围区域则因设施离散

化分布而需更大的活动空间（见图5-图6）。同

时，社区生活圈居民密度与空间规模呈负相关

关系，且当人口密度达到1万人/km²阈值以上

时，面积稳定于3 km²左右（见图7）。这表明较

高的人口集聚水平可有效提升服务设施的规

模效应，驱动公共服务设施与商业设施协同优

化配置，从而使居民日常需求能在紧凑空间内

实现集约化满足。但当人口密度突破该临界值

后，设施供给密度趋于饱和状态，成为社区生

活圈空间规模稳定的内在约束机制。

2.2 通勤生活圈分类及特征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划定从单个社区生

活圈出发的通勤圈，采用Hausdorff距离矩阵

的K-Medoids聚类算法将通勤生活圈划分为

8种类型，并参考通勤圈形态最终整合形成单

中心型（20.9%）、多中心型（40.0%）与廊道

型（39.1%）3大类别（见表1）。类型空间分

布呈现显著结构化特征：单中心型通勤生活圈

主要集中于城市高等级就业中心周边（CBD、

金融街、中关村、上地、丰台科技园、亦庄）及

外围远郊城区（昌平、密云、怀柔、延庆）；多

中心型通勤生活圈集中分布于四环内区域，

依托良好的交通可达性与主要就业中心形

成多向联系；廊道型通勤生活圈则沿轨道交

通线路末端延展，典型分布区包括西南部燕

房线、南部大兴线、东部1/6号线、东北部机

场线、北部5/8号线及西北部昌平线沿线区域

（见图8）。

2.3  扩展生活圈分类及特征

基于相同方法论框架，工作日与周末扩

展生活圈分别被划分为6类与9种亚型，最终

整合为单中心型（工作日30.1%/周末41.9%）、

多中心型（工作日11.2%/周末23.4%）及廊

道型（工作日58.7%/周末34.8%）3大类别（见

表2-表3）。工作日扩展生活圈形态结构相对

单一，与通勤生活圈具有形态相似性，但廊道

型主导特征显著（占比58.7%），空间分布呈

现典型圈层结构：三环内以单中心型集聚为

图5 社区生活圈居住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图
Fig.5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 density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社区生活圈面积规模空间分布图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rea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北京全市社区生活圈居住人口密度与面积

关系图
Fig.7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 density and area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s in Beij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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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三至五环间过渡带形成多中心型密集区，

五环外则表现为廊道型主导，同时远郊城区

（延庆、平谷、怀柔）存在离散分布的单中心

型（见图9）。

周末扩展生活圈则表现出更强的空间异

质性，单中心型主导地位强化（占比41.9%）

的同时，涌现出双主中心结构等空间组织模

式（见图10）。此类结构多分布于某类功能中

心10 km辐射范围内，与社区生活圈形成紧密

的联系，反映出社区生活圈与区域性服务设施

的空间协同性。空间分布整体维持圈层特征，

但存在区域分异：六环内多保持“中心单核—

外围廊道”的经典模式，而西北部昌平城区

及远郊城区（怀柔、密云）则形成逆向圈层结

构——城区外围出现单中心型密集区，城区核

心区反而呈现与中心城区连接的廊道化延伸

特征。

3 多层级城市生活圈综合类别划分

3.1 多层级生活圈类型划分与特点

通过集成通勤生活圈与周中/周末扩展

生活圈的空间特征，构建多层级生活圈综合

分类体系，识别出均衡型（33.1%）、通勤依赖

型（18.6%）、生活依赖型（14.1%）、廊道型

（20.3%）及其他类型（13.9%）5大模式。在

全市的空间分布如图11所示。

生活圈的5大模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就

业活动和其他生活性活动圈层与居住地和城

市中心的空间相对关系上，5个模式的具体特

征如下：

（1） 均衡型：这类社区的通勤与扩展生

活圈均呈现单中心或多中心结构，居民在围

绕居住地3—5 km半径范围内实现就业与生

活性活动的自足，日常出行时空成本较为合

类别 名称 个数/个 模式 距离分布 描述

单中心

A1强单中心 68

工作地高度集中在居住地
周边，集聚性强且集聚范围
小，50%的居民通勤距离小
于3.3 km

A2偏心单中心 41 工作地在距居住地约4 km
处形成集聚

多中心

B1强主中心+
多次中心 77 工作地集中在居住地周边，

集聚程度小于A1模式

B2主中心+
多次中心 54

工作地在居住地周边形成
集聚，同时在5—10 km周
边形成多个集聚中心

B3泛中心 83
工作地没有明显的高度集
聚性，50%的居民通勤距离
小于6.49 km

廊道

C1主中心+
廊道 71

工作地在居住地周边集聚，
同时在5—15 km范围内呈
现廊道状分布的形态

C2主中心+
远距离次中心 62

工作地在居住地周边少量
集聚，沿廊道扩展，并在远
距离（20—30 km）处集聚

C3廊道 75

工作地在居住地周边没有
明显的集聚性，呈廊道状
蔓延，通勤距离中位数为
9.75 km

表1 通勤生活圈类型模式与特征

Tab.1  Patterns and features of commuting life circle catego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8 通勤生活圈类别划分结果
Fig.8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commuting life circles

图9 周中扩展生活圈类别划分结果
Fig.9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weekday expanded life 
circles

图10 周末扩展生活圈类别划分结果
Fig.10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weekend expanded life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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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类模式的典型多层级生活圈空间范围

见图12a。

（2） 通勤依赖型：这类社区是廊道型通勤

圈与单中心周末扩展生活圈的空间耦合，居

民就业活动依赖城市中心，日常生活性活动

的需求如购物、游憩、就医等能在居住地周围

3—7 km范围内被满足。这反映出城市边缘区

域就业—服务设施的空间失衡，区域性功能

中心得到充分培育，但高等级就业中心仍未

形成。此类模式的典型多层级生活圈空间范

围见图12b。

（3）生活依赖型：此类社区是单中心或

多中心通勤圈与廊道型周末生活圈的空间叠

合，与通勤依赖型相反，居民就业活动在居住

地周边开展，但日常生活性活动高度依赖城市

中心的服务，这折射出城市近郊就业中心配套

服务设施供给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外围居民需

通过6—12 km跨区出行满足较高层级的生活

性需求，如娱乐、购物、就医等。此类社区的多

层级生活圈空间范围见图12c。

（4） 廊道型：此类社区是通勤与扩展生活

圈双重廊道化的结果，居民的就业活动与生活

性活动均依赖城市主中心，映射出城市边缘区

就业岗位与各类服务设施的匮乏。此类型的多

层级生活圈空间范围见图12d。

（5） 其他类型：呈现“工作日廊道—周末

多中心”非常规组合，多分布于高校分校区与

企业分支机构聚集带。此类型大多具有廊道型

类别 名称 个数/个 模式 距离分布 描述

单中心

A1单中心 105

活动地高度集中在居住地周
边，集聚性强且集聚范围小，
小于5 km的出行约占所有出
行的45%

A2偏心单中心 56 周中活动地在距居住地约4 km
处形成集聚

多中心 B1主中心+
次中心 60

周中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集
聚，同时距居住地约6 km处
形成次级集聚地

廊道

C1主中心+
廊道 100

周中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高
度集中，同时在5—18 km处
呈廊道向外扩展

C2主中心+
远距离次中心 66

周中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集
聚，在6—14 km范围内较为
稀疏，并在18—20 km处形成
远距离集聚中心

C3廊道 144 周中活动地沿廊道向外延伸，
没有明显的点状集聚特征

表2 周中扩展生活圈类型模式与特征

Tab.2  Patterns and features of weekday expanded life circle catego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1 多层级生活圈综合分类结果
Fig.11  Comprehensiv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multi-
level life circl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均衡型                                                                              b  通勤依赖型

图12 4类典型社区通勤与扩展生活圈测度结果
Fig.12  Commuting and expanded life circles delineating results of four typical communit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c  生活依赖型                                                                      d  廊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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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日扩展生活圈和非廊道型的通勤与周

末扩展生活圈，反映专业化功能组团对居民时

空行为的异化影响。

3.2 空间结构特征

从空间结构上看，各类别的生活圈具有

显著的空间圈层分布特征。均衡型生活圈集中

分布于北四环至南三环的核心城区，并沿东北

向望京外延伸至五环外。该地区高等级就业中

心及完善的生活商业设施在一定范围内满足

居民的各级各类需求，形成了较为理想的多层

级生活圈结构。例如，和平里的居民的多层级

生活圈均位于中心城区偏北，就业与生活活动

大多在居住地周边开展（见图12a）。

通勤依赖型生活圈则主要集聚于东南三

环至五环过渡带及天通苑等成熟居住区，其

“生活设施完善—就业中心缺失”的职住空间

失衡特征，导致居民需通过8—15 km长距离

通勤满足就业需求。例如，房山良乡居民通勤

和周中扩展生活圈沿房山线、轨交9号线及其

他线路延申至中心城区西侧，周末扩展生活圈

仅围绕居住地周边形成（见图12b）。

与通勤依赖型生活圈形成对比的是生活

依赖型生活圈的空间分布模式，其围绕上地、

亦庄等新兴产业集聚区形成环状分布带，展现

出“就业中心极化—服务设施滞后”的特征，

居民在保持3—5 km通勤优势的同时，需通过

6—12 km跨区出行满足高阶生活消费需求。

例如，博兴居民通勤生活圈紧密围绕亦庄新城

展开，但周中、周末扩展生活圈均涉及朝阳区

更高级的城市功能中心（见图12c）。廊道型

生活圈沿六环轨道交通末端呈带状延展，其双

重廊道化特征映射出城市边缘区对中心城功

能的多维度依赖，并通过轨道交通实现以空

间换时间来满足该区域居民的多层级需求。例

如，通州果园的居民多层级生活圈沿轨交1号

线、6号线向中心城区蔓延，就业与生活均依

赖轨道交通与中心城区的功能中心产生紧密

联系（见图12d）。

值得注意的是，外围新城呈现出差异化

复合结构（见图13）：西南部亦庄新城呈现

“生活依赖型外围包裹均衡型核心”的结构，

印证了区域级商业中心对核心区服务效能提

升的辐射作用；而北部外围城区则形成“均衡

型外围环绕生活依赖型核心”的逆向空间组

织，揭示了中心地区高需求群体与郊区基础服

务供给的结构性错配，仍需远距离出行满足其

高等级需求。

4 结论

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从时空行为视

角构建了北京市社区—通勤—扩展（周中/周

末）多层级生活圈测度体系，结合K-Medoids

聚类算法对多层级生活圈进行了综合类型划

分，揭示了居民日常活动的空间组织规律。

研究划定社区生活圈532个，并呈现显著的

“中心紧凑—外围扩散”的空间分异特点，居

民实际的近家活动范围反映了居民区生活

类服务设施的供给密度，其面积与人口密度

类别 名称 个数/个 模式 距离分布 描述

单中心

A1强单中心 47
周末活动地高度集中在居
住地周边，集聚性强且集
聚范围小

A2弱单中心 114
周末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
集聚，集聚性较A1弱，且范
围大

A3偏心单中心 63 周末活动地在距居住地约
4 km处形成集聚

多中心

B1双中心 18

周末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
集聚，且在6 km处形成与
居住地周边集聚度接近的
中心

B2主中心+
次中心 10

周末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
集聚，且在10 km处形成较
弱的集聚中心

B3有向单中心 95
周末活动地在居住地周边
集聚，且向一个方向延伸，
延伸范围约10 km

廊道

C1主中心+
远距离次中心 103

周末在居住地周边高度集
聚，沿廊道扩展，并在远距
离（15—25 km）处集聚

C2廊道 81
周末活动地没有明显的集
聚性，呈廊道状蔓延，出行
距离中位数为14.93 km

表3 周末扩展生活圈类型模式与特征

Tab.3  Patterns and features of weekend expanded life circle categori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3 生活圈综合分类主要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 map of distribution of comprehen-
sive life circl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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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非线性负相关的特点也揭示了人口集聚

规模对服务设施规模效应的提升作用及其

上限水平。

通勤与扩展生活圈的聚类分析结果表

明，各类生活圈呈现显著的空间圈层结构：

中心城区及远郊城区以单中心型为主，过渡

带以多中心型为主导，城市外围轨道沿线末

端则以廊道型为典型特征，共计识别出22

个子类型。进一步整合形成“均衡型”“通勤

依赖型”“生活依赖型”“廊道型”4类主导

模式，突破了单一维度城市功能结构分析的

局限，系统揭示了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

特征与居民供需匹配关系。其中 “通勤依赖

型”和“生活依赖型”分别反映了产业功

能与生活功能的单极发展态势，揭示了部分

区域功能失衡导致的通勤或生活圈外延现

象；“廊道型”则集中分布于城市边缘轨道

沿线，依托轨道交通与中心城区的时空压缩

效应弥补本地功能短板。值得注意的是，远

郊城区出现的“均衡型”环绕“生活依赖型”

的逆向空间结构，揭示了供需关系不仅包含

数量规模层面的匹配，也可能因为高需求群

体与基础服务供给的结构性错配而导致生

活圈外延。

本文所归纳的多层级生活圈空间结构

同时揭示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转型的阶段性

特征：尽管单中心发展模式仍主导着城市功

能格局（表现为外围廊道型主导），但在外围

多点地区的新城培育已初现成效（如上地、

亦庄等单中心型通勤圈的形成）。当前空间

矛盾集中体现为“中心极化—边缘依赖”的

双重困境——中心城区面临设施饱和压力，

而新兴就业中心尚未实现职住和扩展生活功

能协同，导致轨道交通末端形成大量补偿性

廊道型生活圈。要突破这一发展瓶颈，需在

强化昌平、大兴、房山、通州等外围新城产业

集聚的同时，重点推进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定向疏解与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通过就

业—居住—服务三重协同推动城市结构向多

中心网络化转型，例如，加强上地地区（生活

依赖型）与回龙观—天通苑地区（通勤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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